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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秦朝到清朝，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地区差异显著的大国，其交通网络和通信技术

又都不发达，那么“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个问题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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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均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如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历代王朝又为何会

出现由盛转衰的情况？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构建一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为

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假设古代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然

而其必须在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经分析可以证明，当古代统治者主

要面临内部威胁时，最优的制度安排是集权；反之，当古代统治者主要面临外部威胁时，

最优的制度安排则是分权。在集权均衡状态下，古代统治者为了强化对政权的掌控倾向

于加强对官员的监督，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忠诚度，施政上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并

在行政区划方面遵循“犬牙交错”的原则划界。在分权均衡状态下，古代统治者倾向于

强调对官员的激励，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能力，允许地方政府实行多样化的政策，并在

行政区划方面依据“山川形便”的原则划界。这一分析框架能够解释唐朝的藩镇割据、

北宋的“强干弱枝”现象，也有助于回答“黄炎培之问”，为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

与政权兴衰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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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问题。古代先贤们从组织或制度的角度对此展开过探讨。例如，在北宋司马

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开篇写道 ：“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

纲是也 ；何谓分？君臣是也 ；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

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① 在司马光看 

来，皇帝一个人能够治理国家，主要依靠“礼”这种等级制度。然而，“礼”这种抽象制度究竟

包含哪些具体制度，这些具体制度又是怎样实现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目标的，又如何随时间或环境

动态调整？司马光并未给出答案。

近代以降，中外学者针对古代中国如何实现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以及王朝兴衰更替提出了异彩

纷呈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是地理论。地理环境作为一种近乎绝对外

生的变量，常被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的学者用以解释国家或制度的形成。这方面最著名的观点当

属“治水社会”理论，代表人物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从治水的角度解释了古代中

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②在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为治理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水灾，国家必须“集

中力量办大事”，并且要防止有限的资源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因此这种治水社会必然导致一种集

权体制。不过，多数学者并不认同古代中国是“治水社会”的这一描述。③例如，秦晖认为古代

集权体制的主要动员手段是“耕战”而非灌溉。④

第二种观点是文化论。文化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影响着人的行为

和正式制度。中国最主要的文化是儒家文化，因而有诸多学者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解释古代中国的

治理结构和政权兴衰。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认为，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的政治、

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但也阻碍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过程。⑤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的

超稳定结构观点也属于文化决定论。⑥他们认为，“封建地主经济”“统一的封建官僚政治”和“以

儒家经典为正统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这三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兼容的超稳定结构。王朝更替

既消除了三者不兼容的因素，又巩固了超稳定系统的存在。

第三种观点是社会结构论。一些学者认为，精英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进而影响国家

兴衰。王裕华认为，古代中国的统治者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权衡取舍 ：一群团结一致的政治精英可

以提升国家能力，但也可能推翻统治者。⑦当政治精英通过婚姻关系构建起全国性的社会网络时，

政治精英会倾向于加强中央集权，但这也会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导致强大的国家能力和不稳定的

政权（例如唐朝）；相反，如果政治精英都是地方化的，他们对统治者难以形成威胁，这会导致虚

弱的国家能力和相对稳定的政权（例如宋朝）。

上述观点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深刻的洞见。本文将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提

供一种不同的分析框架。假设统治者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统治者

必须在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之间权衡取舍。通过构建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可以证明，当

统治者主要面临内部威胁时，最优的制度安排是集权 ；反之，当统治者主要面临外部威胁时，最

优的制度安排是分权。集权和分权是两种制度均衡。在集权均衡状态下，统治者倾向于加强对官

员的监督，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忠诚度，地方执行政策时贯彻“一刀切”的原则，并在行政区划

方面遵循“犬牙交错”的原则划界。在分权均衡状态下，统治者倾向于强调对官员的激励，在选

拔官员时更看重能力，允许地方政府实行多样化的政策，并在行政区划方面依据“山川形便”的

原则划界。由于本文强调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两种制度均衡状态，因此本文

的观点可归属于制度论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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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作出了边际贡献。第一，本文为组织经济学研究引入

了历史视角。组织经济学文献主要聚焦于当代的企业运营或国家治理研究，⑧很少使用历史素材，

这限制了学者们对长期、复杂的组织变迁的深入研究。⑨在人类历史上，中国难得地记录了两千

多年来的管理历程。因此，中国丰富的历史变迁为学者们研究组织的形成、边界、激励机制和兴

衰提供了大量案例或定量证据，从而有助于组织经济学的理论拓展和经验检验。虽然当代历史学

者或社会学者也从组织的角度探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⑩ 但研究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组织

经济学文献相对较少。通过引入历史视角，一方面，本文基于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的权衡视角分

析了“集权—分权”的变化，这不同于已有文献基于协调和激励的权衡视角 ；⑪另一方面，本文

从制度均衡的角度分析了组织的兴衰，而这正是短期视角下的组织经济学文献难以探究的问题。

最近，一些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角度，研究古代政治和经济参与人如何与制

度互动，从而催生了一门新兴学科“历史政治经济学”（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⑫由于采用

了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本文也可视为历史政治经济学文献和组织经济学文献的融合。

第二，本文将集权和分权理解为两种均衡的制度体系，从而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已有的

制度经济学文献通常将集权与专制联系起来，将分权与民主联系起来。⑬而本文将集权和分权看

作两种中性的制度均衡，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这一点对于我们客观地理解古代国家的统治或治理

尤为重要。并且，在本文中集权或分权并非是单一制度，而是代表了一整套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

官员的激励与选拔、政策执行和地区划界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遵循了 Holmstrom 等学者的

研究传统，⑭即将制度看作是一种“激励系统”（incentive system）。将制度看作是激励系统的观点，

意味着制度是由一系列互补的具体政策、机制构成的，其产生和变迁都不是孤立的，它们实际上

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更容易理解诺斯提出的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特征的观点。⑮

第三，本文强调了空间在组织设计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组织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通常忽

视的变量。长期以来，无论是组织经济学在研究最优组织结构设计时，还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

度内生时，都主要强调时间维度上信息的核心角色，却忽视了空间维度上地理位置或交通网络的

角色，至少忽视了空间和时间这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及相互关系。⑯然而，无论是中国的历史证

据还是现实证据，都表明空间在塑造组织形式或影响制度变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同时强调

了信息技术和交通网络在组织塑造中的作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完善了组织经济学或制度经

济学的分析，并为“历史政治地理学”⑰文献提供了经济学思考。

一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

    （一）基本概念

为了回答“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何以可能”这一重大问题，我们提供一个内外冲突的

双均衡分析框架（见图 1）。这里的“内外冲突”是指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

的冲突，双均衡是指集权和分权两种均衡。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讲，古今中外的国家、企业、军

队等所有组织的结构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集权和分权。⑱集权（centralization）意味着上级、中 

央或总部拥有一些重大决策权，而下级、地方或分部只是执行机构。相反，分权（decentralization）

意味着下级、地方或分部拥有一些重大决策权。本文中集权和分权分别代表着两套不同的制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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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包括对官员的激励机制、选拔标准、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方式以及行政区划的划界原则。当

然，集权和分权本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本文所说的集权或分权，主要是在政治制度范畴内，

特别是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那么，为什么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会形成集权或分权这两种不同的

均衡呢？这是本文的分析框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图 1 的主要含义如下 ：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政权稳定，这包括外部稳定和内部

稳定。影响外部稳定的主要因素是外部威胁，而影响内部稳定的主要因素是治理成本。治理成本

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空间维度的治理成本，由交通网络决定 ；二是时间维度的治理成本，由通信

技术决定。当维持外部稳定成为统治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最优的制度均衡是分权均衡。分权均

衡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包括实行分权管理，强调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在选拔官员时更看重能力，

允许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因地制宜地保持多样化，同时在行政区划方面依据“山川形便”的原

则划界。相反，当维持内部稳定成为统治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时，最优的制度均衡是集权均衡。集

权均衡也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它包括实行集权管理，强调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在选拔官员时更看

重忠诚度，要求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实行“一刀切”，同时在行政区划方面遵循“犬牙交错”

的原则划界。下面具体介绍这一分析框架背后的假设、逻辑和主要观点。

图 1　一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

（二）关键假设

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有三个关键假设。

假设 1 ：稳定压倒一切。古代统治者的首要目标通常是维持政权稳定，这包括内部稳定和外

部稳定两个方面。内部稳定是指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秩序较好，不存在来自内部精英阶层或

者地方势力的威胁。外部稳定是指本国与外国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不存在来自精英集团

外部的叛乱威胁。⑲尽管发展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被视为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责和主要目标，但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 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导致世界各国的生

产力水平普遍低下，并且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小。⑳在这种情况下，确保政权稳定成为古代统治者 

“字典式偏好”中的首要目标。

假设 2 ：内忧外患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虽然统治者都想维持政权稳定，但在资源有限且国家

内部差异显著的前提下，一国通常需要在实现内部稳定和实现外部稳定之间进行权衡取舍。为了

实现外部稳定，古代统治者需要调动全国各地的经济、军事和人力资源来保卫政权，此时内部稳



政　　治   二 O 二五年  第四期

91Apr.   2025

定只能退居其次 ；相反，为了实现国内各地区在差异较大情况下的稳定局面，古代统治者需要一

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㉑正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国家

的大事主要有两件 ：祭祀和战争。祭祀是统治者通过祭拜神明、祖宗等仪式强化执政合法性，本

质上是通过意识形态投资来实现内部稳定，而战争则是通过军事征服或者威慑来实现外部稳定。

古人这句话充分揭示了统治者面临的两大权衡取舍——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例如，清朝皇帝雍

正刚即位时，罗卜藏丹津就在西北边境发动叛乱。为了平定西北叛乱，雍正几乎举全国之力，为

负责远征的年羹尧部队提供充足的兵马钱粮支持。直到西北平叛之后，雍正才将精力集中到整顿

吏治和财税体制中来。

假设 3 ：交通网络和通信技术决定了治理成本最小化。有效率的制度一定是治理成本最小化

的制度。㉒在古代，国家治理的成本主要由两类技术因素决定 ：交通网络和通信技术。交通网络

在维护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两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维护内部稳定方面，交通网络的通畅

性决定了资源在空间上的调动成本，在生产技术既定的前提下直接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在维护

外部稳定方面，地理上的交通条件起到了抵御外敌入侵的屏障功能。㉓例如，黄河、长江、山海关、

雁门关和长城等往往是保护政权的重要地理屏障。通信技术决定了信息的传递成本，直接影响到

最高统治者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同样对于维护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具有关键作用。对于任何

组织而言，信息始终是决策的关键要素，而交通网络和通信技术都能影响信息的传递。例如，在

电报大规模使用之前，古代中国一直高度依赖驿站来运输货物及传递情报信息。当然，交通和通

信这两种技术可以相对分离。例如，古代中国的运河主要功能是运输货物，而传递信息主要依靠

驿站。重要的是，交通和通信这两种技术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已有文献常常忽视了这一点。交通

技术运输的主要对象是人和物资，而通信技术运输的主要对象是信息。显然，前者在技术进步方

面受到更多的约束，且更依赖于地理位置。㉔

（三）主要观点

在这个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中，从数学建模的角度来讲，古代统治者的目标函数是维

持政权稳定，约束条件是统治者面临的外部威胁，以及国内的交通网络和通信技术水平。理性的

统治者会根据外部稳定和内部稳定孰为主要挑战，来选择最优的制度安排，即集权或分权。㉕

首先，我们分析外部稳定和分权的关系。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集权有利于加强一国内

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减少各种负外部性，但可能会削弱各地区的激励水平并加剧信息不对称程

度。㉖因此，古代统治者必须在加强总体协调和保护地区积极性之间权衡取舍。按照这个逻辑，

当一国面临的外部威胁较大时，比如遭遇敌国入侵，为防御外敌入侵，维持外部稳定，在信息不

对称的情况下古代统治者需要充分调动各地区的防御积极性，允许各地区根据自身掌握的私人信

息自主作出相应决策。此时，保护地区积极性比加强总体协调更加重要，并且在中央无法充分掌

握地方信息的前提下，总体协调的效果也欠佳。特别是在通信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地区负责人能

否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及时制定应敌之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所谓“将在外，君

命有所不受”，便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前线军官的决策权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得到假 

说 1 ：当外部威胁足够大时，为了维护外部稳定，分权成为最优的制度安排。

清朝雍正年间平息西北叛乱就充分体现了外部威胁导致分权的制度安排。当时，雍正皇帝不

仅从附近十几个省调拨大量粮草支持前线，而且给予年羹尧充分授权。年羹尧身为抚远大将军，

是西北战区的最高指挥官，甚至可以节制战区内的总督、巡抚、提督、将军等封疆大吏以及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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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军的一品高级军官。他统领的西北大军达二十万人，几乎占当时全国精锐兵力总数的一半。除

了军务方面是“一把手”，他还掌握着战区内的政务大权，对西北地区的地方人事任免、钱粮调

度都拥有决定权。此外，雍正皇帝甚至授予年羹尧尚方宝剑，使其在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正是

这种充分授权，为年羹尧西北剿抚取得胜利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物质保障。

其次，我们分析内部稳定和集权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内部不稳定的主要来源有两个 ：一是

地区之间的差异过大，二是地区的权力过大。地区差异过大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加剧地区之间

的冲突，富裕地区会吸引贫穷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入 ；二是导致少数实力强大的地区具备挑战

中央的实力。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国家能力，而国家能力主要体现在征税、转移支付和加强监管等

方面。㉗地区之间的竞争可能导致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这不仅会影响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税收收入，

加剧地区之间的摩擦，甚至可能引发地区冲突，从而削弱国家能力并威胁内部稳定。而地区权力

过大则容易导致反叛或分裂，直接削弱中央维护政权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能力。㉘因此，为了维持内

部稳定，古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缩小地区间差异，加强地区间协调，另一方面要将军事、行政、税

收等权力尽可能收归中央，以便削弱地区的权力。相对而言，地区的努力积极性和信息传递质量

在此并没有那么重要。因此，我们得到假说 2 ：为了维护内部稳定，集权成为最优的制度安排。

仍以雍正皇帝为例。西北平叛之后，雍正集中精力维护内部稳定，大力整顿吏治和财税体制，

主要的改革举措包括清理亏空、推行官绅一体纳粮，以及实施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为了推进 

“新政”，雍正将手握重兵的年羹尧调离并最终赐死，实现大权独揽，并将应对西北军情的临时机

构军机处变成常设的实体机构，实际上取代了内阁的权力。他不仅在中央层面高度集权，而且通

过设立“粘杆处”，推行“密折奏事”制度，使官员之间相互监督，大大强化了中央的信息获取能力。

最后讨论作为一种均衡的制度体系。为了有效地维护集权制度，古代统治者会设计一整套制

度安排来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并削弱地区权力。在激励机制方面，古代统治者会加强对郡县的监

督，而不是通过以结果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来鼓励郡县自主发展。在选拔官员方面，古代统治者会

更看重郡县官员的忠诚度，即要求他们如实向朝廷汇报地方情况。㉙在政策执行方面，朝廷制定

的政策在郡县执行过程中不能留有过多自由发挥的空间，甚至会实行“一刀切”的政策。㉚在行

政区划方面，为了削弱郡县挑战朝廷的实力，防止内乱，朝廷倾向于按照“犬牙交错”的原则来

划分地区边界，即打破由山川河流构成的自然地理边界，人为地将不同地理单元的行政区划相互

嵌入，避免某个郡县形成割据并对抗朝廷的局面。因此，集权作为一种均衡的制度体系，至少包

含了监督、忠诚、“一刀切”、犬牙交错这些组成要素。

相反，在分权制度下，古代统治者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调动地方积极性来应对外部威胁。在激

励机制方面，古代统治者会提高对郡县官员的激励强度，具体表现为依据工作结果对官员进行考

核，而不是监督其工作过程。在选拔官员方面，朝廷会更看重郡县官员的专业能力，因为统治者

需要郡县官员充分发挥创造性和创新精神。在政策执行方面，统治者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细化

政策，形成多样化的政策执行格局。在行政区划方面，为了让郡县有能力应对外敌入侵，朝廷在

设置地区边界时倾向于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则来划界，即根据山川河流的自然地理特征来划分

行政区域，避免同一个行政区域被山川河流阻隔，从而有利于农耕生产和商贸流通。因此，分权

作为一种均衡的制度体系，至少包含了激励、能力、多样化、山川形便这些组成要素。

我们将上述内容归纳为假说 3 ：集权和分权都是一整套制度安排，集权均衡包括了加强对官

员的监督、强调官员的忠诚度、地方执行政策时贯彻“一刀切”原则、地区划界遵循“犬牙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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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而分权均衡包括了对官员的激励、强调官员的能力、允许地方在执行政策时体现多样化、

地区划界遵循“山川形便”原则。

对唐宋盛衰和历史周期现象的解释
    

根据本文提出的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外部威胁倾向于导致分权制度，而内部威胁则

倾向于导致集权制度，且集权或分权制度均包含了一整套互补的具体制度安排。这一简洁的分析

框架与中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重大制度变迁和兴衰更替现象基本吻合。

（一）唐朝的山川形便和藩镇割据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唐朝其实一直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突厥、吐蕃、契丹和南诏等边境

少数民族政权不断对唐朝政权构成威胁。唐太宗李世民刚即位时，颉利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队甚

至逼近首都长安，迫使李世民签订“渭水之盟”。此后，长安曾多次被敌军或叛军攻陷。因此，

在唐朝中期之前，统治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外部威胁（即外部稳定问题）。㉛为应对严峻的外部威胁，

朝廷必须充分调动地方在防御外敌方面的积极性，因此总体上采取了分权制度，这与假说 1 相符。

在治理架构上，唐初地方只设州县两级，而州的数量众多。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际上难以直接

管理各州事务，各州拥有较大自主权。在行政区划方面，唐太宗依据山川形便的原则将天下划成

十道 ：先沿着黄河、秦岭—淮河、长江以及南岭横切四刀，再沿着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

陇山、桐柏山和嘉陵江竖切五刀，形成十个自然区域，构成了全国的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以外，

其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㉜显然，这种划界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利用天然屏障拒敌

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地理特征发展本地经济，从而壮大本地势力。同时，

为了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卫，朝廷在军事重镇设立节度使，并逐渐赋予其行政权，这种政治分权、

行政分权、军事分权和行政区划之间的互补关系体现了假说 3。虽然这种军政合一的地方分权制

度为唐朝抵御外敌发挥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但是这种缺乏有效制约的地方分权制度导致中央与地

方力量失衡，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这正是分权不利于内部稳定的表现。为了平息

安史之乱，当时势力孱弱的朝廷不仅无法实现集权，反而不得不进一步分权，㉝这导致了唐朝后

期的藩镇割据局面。这种恶性循环再加上农民起义，最终加速了唐朝的衰亡。唐朝后期的衰败反

映了互补的制度体系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和积重难返的弊病。

（二）北宋的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

唐朝之后的北宋吸取了前朝的分权教训，在制度安排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内加强集权，

但这又削弱了自身抵御外敌的能力。陈桥兵变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的

方式，解除“创业元老”的权力威胁，另一方面从制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层面，通过设立 

“三司”来削弱宰相和六部的权力，并且让各部官员之间相互制衡。为了制衡官员，北宋甚至实

行了一种“畸形”的官职制度 ：等级、职位和职权三者分离。在朝廷和郡县的关系上，北宋实行 

“强干弱枝”的策略 ：一是虚化地方节度使的职权，由朝廷命官担任知州、知府 ；二是剥夺地方

财权，将地方大部分赋税集中收缴到朝廷 ；三是在军事方面对决策权、调兵权和统兵权进行分割

制衡，并设立监军制度，同时将大部分精锐部队部署在京城周围，只留下普通军队分别驻扎在各

个地方。在处理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的关系上，北宋对内保持朝廷对郡县的绝对控制，对外则只

有形式上的强大。㉞这种“守内虚外”的格局是“强干弱枝”策略的必然结果。集权虽然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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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威胁，却导致国家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军事决策滞后、总体动员力涣散、作战指挥被动僵化以

及军队士气低落。㉟这种“兵不识将，将不专兵”的制度安排必然会使军队战斗力大幅削弱，最

终“靖康之变”爆发，北宋被金国所灭。北宋的兴衰历程从反面印证了假说 2 和假说 3。

（三）制度韧性与“黄炎培之问”

唐朝和北宋由盛转衰的过程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朝历代治乱循环的拼图。一个朝

代在建政初期如果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会采取分权的制度安排 ；分权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会

导致地区差异扩大以及地方势力壮大，从而加剧内部威胁 ；为了应对内部威胁，朝廷试图削减地

方权力 ；地方势力不满，进而挑战朝廷，引发内乱 ；内乱加上外患，最终导致国家灭亡。相反，

若一个朝代在建政初期面临严重的内部威胁，则会采取集权的制度安排，但过度集权又会削弱地

方力量，从而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无法有效抵御外敌入侵，此时如果内部权力过度集中将导致腐

败行为，政权很快会走向崩溃。总之，由于外部威胁的存在以及内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之间的冲

突，国家必须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地调整集权或分权制度，这就导致国家治理在制度安排上总体现

为集权或分权的交替。因此，王朝更替的原因可简单概括为 ：面临内忧（或外患）→实行集权（或 

分权）→无法平定外部威胁（或内乱）→国家衰败。

那么，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是集权制度或者分权制度本身吗？并非如此简单。如前所述，从静

态的角度讲，在面临外部威胁和内部资源约束的前提下，古代统治者实行分权或者集权是一种均衡。

关键问题是，很多政权难以根据内外部形势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从而偏离了最优

的制度安排，出现了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rigidity）。制度僵化阻碍了效率提升，并最终导致政权在

竞争中失败。一个政权出现制度僵化的原因通常有三种 ：一是形势误判，即统治者错误地判断了内

部稳定和外部稳定中哪个才是最主要的挑战。在科层制中，自下而上传递的信息通常是不完整的、

扭曲的，这会导致最高统治者错误地判断维护内部稳定或者外部稳定的代价。二是路径依赖，即从

旧的制度转向新的制度需要承受巨大的沉没成本和时间成本，并且一旦这种制度改革的收益不能尽

快兑现，就更容易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而导致改革失败。比如，安史之乱后，唐朝几任皇

帝都试图削藩，结果功败垂成。先是唐顺宗李诵即位后立即发动了“永贞革新”，试图削减宦官和

藩镇的权力，结果被宦官集团反扑。唐宪宗李纯吸取教训，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策略逐步削藩，但

是后期因为重用宦官并且政事懈怠，最终被宦官所杀。唐穆宗李恒即位后，高估了削藩成果，采取

不当的削兵之策，结果重蹈藩镇之祸。此后的皇帝虽然也想抑制宦官、裁撤藩镇，但终究没有成功。

三是制度兼容，即某项改革举措与已有的制度不兼容，或者缺乏配套改革措施，导致改革失败。集

权制度或分权制度作为一整套制度体系，其内部不同机制或政策之间是相互兼容的。因此，当总体

制度不合适时，单靠某项制度改革并不能扭转方向，有时不仅于事无补，甚至雪上加霜。这印证了

经济学中的“次优原理”（second-best principle）：当存在多种扭曲时，减少一个扭曲未必提高效率，

增加另一个扭曲也未必降低效率。因此，成功的国家治理体制改革通常都是系统性改革，然而系统

性改革又往往因积重难返而失败，这就是制度不适应形势导致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从相反的角度

讲，那些能够根据内外部形势灵活地调整制度，从而让新的制度再次提高效率的国家，也就是具备 

“制度韧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的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内外冲突的双均衡分析框架为王朝更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从而回答了“黄炎培之问”。 

1945 年夏季，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应邀走进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窑洞。黄炎培指出历史上的政权都

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很难跳出这种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从民主监督的角度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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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之道，回答了“黄炎培之问”。㊱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历代政权的兴亡周期呢？

我们认为，政权兴盛往往是国家确立了适应当时内外部形势的集权或分权制度，而衰亡则是因为

已有的制度无法适应新的内外部形势。毕竟，统治者对形势的误判、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兼容方面

的问题，都会导致一个国家很难具有长期的制度韧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朝兴衰实际上就是制

度失灵和制度错配的结果。

结论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为我们今天研究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提供了

独特且宝贵的素材。本文试图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回答一个问题 ：在交通和通信技术都不发达的

古代，国家治理何以可能。我们认为，面对外部威胁或内部威胁，追求政权稳定的古代统治者必

须构建一整套相互兼容的制度体系，才能维持长期的大一统局面。当外部威胁成为主要压力时，

古代统治者倾向于实行分权的制度安排 ；而当内部威胁成为主要压力时，古代统治者倾向于实行

集权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在分权制度还是在集权制度下，对官员的激励机制、选拔机制、执行政

策的自主权以及地区疆界的划分，都是这套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内外部形势发生变化时，

古代统治者必须及时调整制度体系，否则就会出现制度失灵和国家衰败，这从一个角度解释了历

代王朝的更替过程。当然，对宏大而绵长的历史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不免产生“挂一漏万”的

问题。本文概括的集权—分权理论未必适合每个朝代，本文也没有明确区分政治分权、行政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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